社会实践报告
                         法学院1002班李奕萱

    2012年7月9日至2012年8月5日，我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人民检察院进行了为期四周的社会实践活动，四周的时间，我在检察院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有了许多感悟，现整理成这篇社会实践报告，希望能对自己今后的学习和实践有进一步的帮助。

社会实践的目的

 此次社会实践我选择了基层检察院作为实践的地点，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其本身具有极强的贴近实际的特点。法的存在目的是使人不为恶，从而更进一步的使人向善。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必须紧紧的与实践相结合，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问题中去，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大一的暑假我曾经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社会实践，当时由于所学知识有限，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不明白的问题，后来经过大二一个学年的系统学习，那些曾经遇到的问题也都一一迎刃而解。所以在学习完刑法的全部内容和刑事诉讼法之后，此次社会实践我选择了检察院，这样不仅可以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而且可以切实把所学内容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既可以提高自己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又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理论水平，在实践中发现问题，从而更好的弥补理论的空缺和空洞。

从一起敲诈勒索案得到的感悟

    这次为期四周的社会实践，我被安排在检察院的公诉科跟随一名姓杨的科长学习，在这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案件是一起敲诈勒索案，这也是我到检察院实习接触到的第一起案件。案件并不复杂，一名陈姓男子和一名王姓的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嫌疑人，对一名郭姓的未成年人的父亲进行敲诈勒索。案发前，陈某虽有固定职业，但其更多的是在社会上闲混，王某和郭某是同班同学，二人因学习成绩不佳，也长期与陈姓男子交往，一次陈某和郭某出去吃饭洗澡，郭某说他请客，但因身上带的钱不够便让陈某先垫付，陈某同意，垫付了2000元钱。其后，陈某屡次要求郭某还钱，郭某都一拖再拖，后在陈某的要求下，郭某先后三次分别写了2万元的欠条给陈某，共计6万元。后来陈某便拿着6万元欠条到郭某父亲的工作单位索要“欠款”，否则便去学校找其儿子郭某索要，并要求王某随同并证明欠条的真实性。郭某父亲因害怕陈某会给儿子的正常生活造成扰乱，便支付了6万元的“欠款”。随后郭某父亲报警。

关于法条规定和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通过法条规定可以看出，敲诈勒索行为被定罪的基准有两个，一种情况是数额较大，另一种情况是多次敲诈勒索。在随同杨科长到看守所讯问过陈某之后，我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陈某向郭某父亲索要6万元，实际上郭某只欠陈某2000元，也就是说陈某实际敲诈勒索的数额是5万8千元，那么这个数额在本区是算数额较大还是数额巨大？该适用哪一个量刑幅度呢？杨科长告诉我，在本区的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超过3万元即构成“数额巨大”，也就是说陈某在被起诉到法院之后，若法院决定审理此案，即将会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内考虑对陈某处以的刑期。

在刑法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规定，我们在学习刑法的过程中往往也只是记一下，某某罪，数额较大的如何如何；数额巨大的如何如何；数额特别巨大的如何如何……甚至曾经，我还以为只要把这些都记下了便可以独立办案了，殊不知通过这一起案件，我才知道原来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很多不是书本知识可以解决的。诚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很多关于数额计算标准的司法解释，但那也只是一种指导性的标准的确定，很多司法解释中都会有这样一句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某某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我想，这一点也恰恰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法律的适用不是僵硬的法律法规条文的机械适用，法律的功能在于预防犯罪，但我认为只有让人民真正感受到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和对待案件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生活中有两个词是“认罪伏法”和“认罪服法”， “认罪服法”，是犯罪主体在对自己违法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承认犯罪事实、判决之后，甘心情愿服从法律的裁判，承认法律的惩罚。 “认罪伏法”，是罪犯承认了罪行，受到了法律惩处。 二者相同的地方是 ：均“认罪”；都受到了法律的审判；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执行。二者不同的地方是：“服法”，是主观上承认、接受法律的裁决；“伏法”，是不论主观是否情愿，都被动地承受法律裁决。 “服法”，通常使用在犯罪人态度，比如：交待犯罪事实、积极劳动改造等；“伏法”，通常用在判处极刑的时候。我认为，在对犯罪人科处刑罚之后，要做到的不仅仅是让犯罪人“伏法”，更重要的是让犯罪人“服法”，只有诚心悔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才能真正的发挥法律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功能。而同时，不仅仅应该使犯罪人“服法”，更应该让普通民众“服法”，认可法院判决，拥护判决，才能真正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从而发挥法律的一般预防功能。所以，司法实践中各项标准的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各地区必须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现状等各项情况确定各地区对各项标准的具体适用标准。只有这样，使法律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相适应，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稳定一方水土。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

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某是未成年人，因为随同陈某一起向郭某父亲索要“欠款”，并帮助陈某证明欠条确实为郭某所写，鉴于郭某父亲知道王某与郭某是同班同学，所以王某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陈某敲诈勒索行为的实现，所以王某作为从犯也被公安机关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王某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在跟随杨科长对王某进行讯问时，我看到了一种本不该出现在一名17岁少年脸上的无奈和恐惧。陪同王某一起到检察院来的是王某的爷爷，老人家恳切的言语确实让人感到同情。在谈话中，爷爷问起王某以后还有无机会参军，杨科长告诉王某爷爷，因为王某已经被采取取保候审措施，所以参军是没有希望了。爷爷叹了口气，说这真是自己毁了自己的前途。王某自己说，确实不知道事情会如此严重，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行为，很后悔。

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随着网络等各种现代化工具的普遍应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也愈加突出。我认为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家庭环境的不良影响。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如果说父母的行为不能给孩子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的话，那么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行为出现偏差的可能性就会加大；第二，文化教育的缺失以及对思想教育的忽视。多数犯罪的未成年人都是学习成绩不佳，所就读学校环境不好甚至是辍学的孩子，受教育水平虽然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对于正处于性格形成期的青少年来说确实十分重要。另外，显然现代教育过分追求名次和成绩的事实对青少年性格的形成也有不利影响。在注重青少年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必须同时加强对其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引导其塑造良好的品质；第三，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忽视。在这起案件中，王某的爷爷而不是其父母陪同王某到检察院接受讯问这一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终也不知道为何其父母不来，或许是怕丢面子，或许是有其他事情。但我觉得，这一情况，虽然不大，但还是会给王某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青少年的心理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极易扭曲，而父母和学校如果不对其进行引导和关心，只会让青少年的心灵受到更大的伤害。很多的未成年犯罪人表面上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可实际上通过交谈就会发现，他们的内心是极度脆弱的，表面的强大也只不过是对内心脆弱的伪装，物质的丰富终究不能代替心灵的关怀。

（三）“情”与“法“

在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陈某的时候，陈某叙述事情经过之详细、认罪态度之良好着实让我不敢相信坐在眼前的这个人会是一名社会上的小混混，在讯问的过程中，我心里暗想，如果我是法官，看到陈某态度这么良好，肯定会酌情轻判，甚至在我知道他的量刑幅度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时，都觉得这样的刑罚对其来说有些过重。当然，法院在考虑量刑时也会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并作为量刑情节酌情予以考虑。

同情也好，谅解也罢，我觉得，作为一名法律人，最重要的还是要秉持公平正义之理念，尽量还原事实真相，客观评判。同时，又不能失去“情”之考虑，我们要做的，是一名有血有肉的法律人，而不是一个僵硬适用法律的机器。无论是起诉还是量刑，都要尽量合情合理合法，尽管不能做到让各方都满意，但起码，不能愧于内心，不能愧于“法律人”的称号，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始终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总结

四周时间转瞬即逝，在检察院实践的日子让我对检察院的工作和司法实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社会实践虽已结束，但我的学习之路尚未结束。所谓学无止境，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在每一次的实践中都能总结出自己的收获并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或许就是社会实践真正意义之所在。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